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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国三次革命中，一向奉行史大林错误路线的中共获得了胜利；一向服膺托洛茨基正确路线的中国T

派却未能胜利，不，甚至还未能认真投入战斗便遭到了失败。 

  

这个事实需要研究。 

  

当这次革命在中共的领导或控制之下，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胜利之时，甚至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T派始

终否认它是革命的胜利，同时又否认由中共建立的政权是某种意义的工人政权。 

  

这个事实也需要检讨。 

  

不但为了理解过去，而且为了帮助未来（这是更加重要的），我们的整个国际都必须研究和检讨中国同志失败

的经验，必须从他们的经验中找出教训，以便其它国家（主要是落后国家）的T派不致再犯同样错误，以便他们在

将来自己国家的革命中能够胜利。 

  

中国同志中间有少数人（主要是彭述之）认为我们过去无论在战略上或策略上都是「一贯正确」（即使有若干

错误也极不足道），认为史派之所以胜利与我们之所以失败，仅仅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一些特殊条件」有利

于中共而不利于我们之故，因而拒绝对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作探入与虚心的研究——这，在我们看来，不但是可笑

与错误，而且是对于革命的直接怠工。 

  

2.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恰恰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完全正确。这个事实，今天已不仅为全世界的托

洛茨基主义者所认识，而且连中共的领导层都不得不暗自承认的了。 

  

我们这时代的一些特点，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关系，便发生于此类国家中的革命祇

能依着两条路走：或者依照不断革命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此完成民主任务并开展社会主义革

命）的方针前进而取得胜利，或者，依照史派的革命阶段论（以多阶级合作的「民主政权」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

再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前进而陷于悲惨的失败。 

  

不过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不拟在此多所阐明，因为它在国际T派中并无不同看法。 

  

这个提纲也不将讨论如下问题：中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说在客观上被迫地走了一些不断革命的路子？为甚么

毛泽东们不因此而变成为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而且仍然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既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者可

能不自觉实行一点不断革命，为甚么还需要T派的单独存在与努力？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国际T派中可能有不同的

看法，不过，为了讨论的简短和集中起见，也不拟在这个提纲中提出。 

  

3.     这个提纲祇限于讨论上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错误的史派何以会胜利，正确以T派何以反而失败。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客观革命过程的压迫



下，中共能够在实践上而非思想上，多少抛弃史大林主义的教条，能够多少依了不断革命的路子走，中国T派却不

能在实践上多少改变自己一向确定的工作方法，我们把革命斗争始终祇限于一种特定形式，这乃是一胜一败的主要

原因。 

  

中国T派过去无疑是有正确的战略路线；但是没有实现这条路线的合适方法，具体说来，情形如下： 

  

从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出发，中国T派坚守了这样一条工作路线：集中力量于大城市，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

组织，以革命民主要求为基础，发动并领导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由此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党，并由此去

推动全国城市和乡村中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起来革命，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根据这一条工作路线，我们对乡村贫农斗争的看法是：祇有通过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纔能给与农民以政治

影响和领导；祇当城市工人阶级已经拿起武器之时，农民的武装斗争纔能有胜利的可能和前途。 

  

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暂离城市，我们不惜代价要在工人中活动，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分出力量去直接从事农民

工作，更不许参加或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 

  

这个工作方针和我们的战略方针相符，因而在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 

  

问题的发生乃在于这样的事实中。中国第二次革命后及革命局势下的具体情况，使我们的工作方法「无用武之

地」，产生不出任何结果来。 

  

4.     踏进三十年代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独裁统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

定。它便在全国诸大城市（特别在上海）开始组织和实施一种最初取法格．柏．乌，后来抄袭纳粹的、大规模、群

众性与「科学化」的对付地下革命工作的恐怖镇压运动，随着反革命形势的加深，这架反革命镇压机器越来越厉

害，越来越收效，它几乎完全铲除了大城市中的地下革命活动。拿中国托派在上海的工作来说吧：自从1931年5月

（中国托派统一组织成立）起直到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我们的全国中央机关一经成立便立即遭到破

坏，差不多每半年便遭受一次极严重的摧残，以致到了抗日战争之前，我们的地下组织虽然始终不绝，但祇能说是

「如缕之续」，谈不到发展，更谈不到发展成一个群众的党。 

  

那时候，广大的农村中有相当普遍的农民斗争，在乡村里反动统治也比较不那么厉害，我们原本可以到那些地

方去开辟战场的；但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它是违反我们既定的工作方针的。 

  

5.     中共当时在城市中的遭遇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受到更严重的摧残。他们原则上要在大城市工人阶

级中工作的决心也跟我们一样（所谓「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毛泽东在好多年之后纔说出来的），只因他们不

是原则的空谈家，而是实干的经验主义者，因此，当城市工作到了无法展开的时候，他们便倾全力在乡村中开展工

作。利用那里比较有利的条件，大力发动土地革命。又因土地革命的性质使然，不得不一开始就从事武装斗争，以

致中共虽然由于史大林根本错误的关于中国局势的估计，受着时而极左（盲动），时而极右的政治路线的影响而遭

受过无数惨重的失败，但是到头来，他们终究造成了而且保存了一个数量大，组织严，行动性强的政党，同时又造

成了，而且保存了一支能征惯战，政治觉悟远较国民党军队为高的武装部队。 

  

中国史派保有这两个支点，一直等到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这两个「特殊条件」出现，他们便能利用这些「特殊

条件」来取得革命胜利。 

  



中国T派就是因为缺少这两个支点，以致虽有正确政纲，虽然也遭逢到同样的「特殊条件」，却不得不白白让

它们被别人利用了去，自己只好站在事变之外。 

  

6.     在1931-37年期间，中国T派紧守城市岗位，专心工人运动，为此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在重重打击下绝

不考虑变换工作地区与对象，这在原则上说来无可非议，这情形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在那个时期，革命实践的经验

终究不曾给我们指出过可以保证工农革命胜利的其它道路，而且真要进行武装斗争，对我们当时那样的宣传小团

体，在事实上也确实极难开始的。 

  

不过到1937年8月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局势整个变了，一方面是沿海工业城市尽被日军占领，大

部工业陷于瘫痪；另方面，则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内地，政治生活完全以战争为枢轴，一切社会矛盾透过了战

争问题表现出来，此时武装斗争成了唯一可行的斗争（放弃这项便是放弃任何斗争），而革命者想要接近武装是相

当方便的；这时候，中国T派的领导机关仍死守在陷敌的上海，留在英法当时还保有的租界上空谈拥护抗战，毫不

计划在行动上参加战争，藉以拿起武器，藉以在战火中建立起一个战斗的党，在战火中培植与增加自己的力量，这

至少在今天的回顾中，应该坦白承认是大大地错了。 

  

7.     反对者当然会提出如下理由：首先，我们当时的力量单薄（又不像中共那样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不

可能从事武装斗争；其次，纵使能够参加，其结果也决不会于革命有益，因为没有城市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抗日

游击战争根本没有前途。退一万步讲，假定那种游击队伍确能成长发展，假定在武装斗争中又能造成一个强大的

党，那对革命说也没有用处，因为所造成的只是一支代表农民利益的武装力量，其领导也只是中共一样的农民政

党。 

  

这样的反对理由，我们认为站不住，而且已为事实所驳斥了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内外斗争的客观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正式立场（反对「军事冒险」），虽然丝毫未变，

但是有个别的同志（例如山东的王长耀同志和广东的陈仲禧同志）却曾经在这个压力之下改变了斗争方式的，他们

参加了并且领导了抗日游击战争，延长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曾经有相当发展。不错，他们最后都被敌人击溃了，但

至少他们的行动证明了我们如果决心从事武装斗争，并非绝无可能的；再若他们的行动不是个别的，而是由组织领

导并计划的，其结果可能很不同的。 

  

要想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与中共这三方面的敌对的倾轧中，进行独立的抗日革命游击战争，不用说极端艰

难的；但它绝对不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更为重要者，当时（特别在太平洋战争后），我们在敌人占领区中，不仅一

无可为，甚至连起码生活都不能维持（例如留在日占香港的寒君同志竟饥病而死），更说不上其它工作了。那末与

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鉴于当时中共的东江纵队（广东）与浙东新四军的单独成长的情形，我们绝对不

能肯定说，即使我们有计划与有决心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也一定逃不了失败命运。 

  

说在农民游击战中，革命者无论如何建立不起或无法保持一个多少代表城市工人阶级利益的党，藉以领导农民

军队，走上革命道路——这说法在当时我们确实不能对它在理论上提出异议；可是时至今日，让我们看见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一连串革命经验之后，应该说这个断语是并非绝对的了。 

  

这个问题与我们对中共性质的认识问题有关；而对于中共性质的认识问题，则与我们为甚么不能及时认识中共

胜利之性质问题分不开。 

  

8.     我们所以会在长时期内不肯认识中共的胜利是一种革命的胜利，主要因为我们认为中共是一个农民政

党，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根据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依照不断革命论的看法，那是绝对不会领导一次革命



达到胜利，更不必说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了。 

  

过去我们所以认定中共是一个农民政党，主要根据于如下的事实：自从1930年代初期以还，中共被迫离开了大

城市和工人阶级，转移战场到农村中去，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主要建立在农民身上，让农民成分占据了中共党员中的

绝大多数。后来，即在1935年以后，当中共的政策从极左转变为极右之后，我们便愈加肯定地说它已堕落成为一个

农民政党（注）。 

  

我们这种对中共的看法，乃是为我们所坚持的那条城市工作路线的一种应用。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就理论说不能算

是错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来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都根据于其党员的社会成分及其政治立场这两个标准。不过

在事后的回顾中，我们应该承认，当时我们关于中共阶级性的原则上的估计，并不曾仔细将它和中共的实际行动相

「核对」。当我们看到中共的实际发展，再加上南共与古巴的经验之后，我们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断定中共是一个

农民政党是错的。 

  

9.     我们不但要坦白承认这个错误，而且还要从这个错误中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中，一个决心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组织，祇要它有一个革命政纲，切实进行革命活动，具有相当长远的革命

传统，在国际上与别国的工人革命党保持着兄弟般的联系，在组织路线上始终注意阶级差别，而且充分准备一有可

能便大量吸收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具有这样条件（或品质）的组织，其工作地区并非一定要无时不离城

市，其党员的争取对象也并非要无时不限于工人，其阶级性质仍可在相当时间内保持不变的。 

  

如果客观条件好，我们享有充分自由来安排工作，那末不用说，我们要将自己的党的基础打在城市工人区中，

要努力吸收工人阶级的先进份子来作党的骨干与领袖；但若客观条件非常不利，有如当年的中国与目前的一些拉美

国家，我们根本无法在城市展开工作，那末于万不得已中，在不放弃城市工作的原则下，到乡村中去另辟一个战场

从事长期的游击战争，在斗争中吸收半无产阶级的雇贫农入党，这在某些落后国家中，并非不能，甚至是唯一可

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这样看，我们并一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路线。 

  

10.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如下： 

  

A 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中国T派在客观上体现着不断革命论的中国革命中，未能获得胜利，主要因为我们

在斗争方法上犯了错误。 

  

在漫长的反革命年代中，中国T派之坚持原则与忠于理想以及对于革命的献身精神，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对

于革命斗争形式的选择和应用，却未能做到列宁所说的：「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形式」，而且不能「用历史的态度

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之上：1.当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最猖狂时期，大城市

工人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完全不能展开，这时候我们却根本不愿意，也不懂得分一部份力量到镇压较轻，斗争条件较

好的地区（无论城市或乡村）去建立组织，开展工作。2.对于当时普遍兴起的贫农武装斗争，我们采取了纯粹消极

态度，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T派不在事实上参加与领导武装斗争，更使我们自立于全国政治生活与革命斗争

之外，因而注定了我们被摈于战后的政治斗争之外，注定了中国T派的终于失败。 

  

B 我们固执地（事后想来是机械地），以为工人政党必须严格地与绝对地在城市工人区域从事工人斗争中建

成。这个立场一方面使我们无从考虑斗争形式的变换，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共（它改变了斗争形式

与斗争地区）的阶级性质。 

  

事实上这是一物的两面，因为我们真诚地害怕变成农民党而不愿在任何条件下改变我们的斗争形式，我们便将



业已改变斗争形式的中共判定为农民党。由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使我们犯了不少由此而生的错误，其中最明显的一

个便是当革命已经胜利很久之后，我们还不认识革命。 

  

C 从中国T派的这方面的消极经验中，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祇要政治上与组织上能坚守革命的阶级路

线，那末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之下，主要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集团，一时被迫离开城市与工人阶级，去组

织并率领广大贫农进行革命的斗争，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也可能（当然不一定）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之下，农民的武装斗争也不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D 从这个教训中，我们还应该确定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论点：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及其政治路线正

确的保证，正像这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事业一样，不能凭着单独一个国家内的阶级关系来提出，而要由

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成长和成熟来提出。正如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前提，并非单独与直接地在于中国一国之

内发生了现代无产阶级一样，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也并非单独与真接地由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

悟来决定和保证，它同时是由全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由苏联、英、美、法、德、日等国的阶级兄弟的革命斗争，

与先进意识来决定的。因此，在一国范围内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者为了不得已的原因，暂时离开工人环境不

一定会立即丧失其无产阶级的意识，采取不以工人为主力的斗争形式（如农民游击战争），也不一定会违反工人阶

级的革命利益。 

  

1973年9月 

  

〔注〕彭述之说：第一个说中共已变成为农民党的是托洛茨基，他举出的证据是1932年9月22日托氏「再给中国左

派反对派的信」，其实彭是误解了托氏意思的。该信内容这里不谈，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事实：1923年9

月，那时国际T派还自居于共产党内一派，托怎能说我们乃其中一派的中共已变成农民党呢？ 


